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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文旅深度融合与职业教育数字化战略双重驱动下，乡村智慧文旅已成为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核心

产业抓手，而本土化技能人才供给不足则是制约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瓶颈。本研究以湖北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宜昌市长阳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核心研究场域，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案例分析

等方法，系统梳理乡村智慧文旅与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的研究脉络与理论基础，深入诊断当前湖北民

族地区校地协同育人存在的主体协同性不足、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民族文化与智慧技术融合度低、

长效运行机制缺失等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构建“四维联动、三阶递进、双向赋能”的乡村智慧文旅

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创新模式，明确政府、职业院校、乡村社区、文旅企业四大主体的权责边界与协

同逻辑，并从专业共建、课程共融、基地共建、师资共育、成果共享五个维度设计具体实施路径，配套

提出政策、组织、资源、制度四位一体的保障机制。研究成果可为湖北民族地区培育本土化乡村智慧文

旅人才、推动校地协同育人长效落地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也可为中部同类民族地区文旅职业教育

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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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 strategies of in-depth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digit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smart culture and tourism has become a core industrial driver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while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localized skilled talents has become a key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Taking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Changyang Tujia 
Autonomous County and Wufeng Tujia Autonomous County of Yichang City as the core research 
field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research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school-lo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or rural smart culture and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comprehensively adopt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ase 
analysis. It further diagnos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chool-lo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Hubei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subject 
collaboration, disconnection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demand, low integration of 
ethnic culture and smart technology, and lack of long-term operation mechanism.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novative school-lo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 for 
rural smart culture and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featuring "four-dimensional linkage, 
three-stage progression, and two-way empowerment", and clarifies the rights-responsibility 
boundaries and collaborative logic of four main subjects, namely the government, vocational 
colleges, rural communities, and cultural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Furthermore, it design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s from five dimensions: joint major construction, integrat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construction of training bases, joint cultivation of teaching staff, and sharing of 
research outcomes, and puts forward a four-in-one guarantee mechanism covering policy, 
organization, resources and system.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schemes for cultivating localized rural smart culture and tourism talents and promoting 
the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lo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Hubei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also offer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culture and tour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imilar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cent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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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同时将“推

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2023 年印发

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职业教育要主动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深化校地协同、产教融合，为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此背景下，

智慧文旅作为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新业态，已成为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激活民族地区发

展内生动力的重要抓手[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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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族地区主要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等

区域，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与生态旅游禀赋，是湖北省乡村文旅发展的核心承载区。近年来，随着

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文旅产业逐步向智慧化、体验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对兼

具民族文化素养、智慧技术应用能力与乡村运营能力的复合型技能人才需求持续攀升。职业教育是培养

本土化技能人才、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校地协同育人则是打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

壁垒的关键路径[2]。 
当前湖北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文旅类专业虽已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地合作与产教融合实践，但整体仍存

在合作层次较浅、协同主体单一、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难以有效支撑乡村智慧文旅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研究聚焦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特征，系统剖

析当前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构建本土化的校地协同育人创新模式与实施路径，以期为湖

北民族地区培育高素质乡村智慧文旅技能人才、推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核心理论基础 

2.1.1.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由 Schultz 于 1961 年系统提出，该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仅关注物质资本的研究范

式，明确指出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是提升劳动力质量、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内生动力，人力资本积

累是推动产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源泉[3]。对于乡村民族地区而言，职业教育通过对在地劳动力开展

系统化的技能培训与素养提升，能够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为乡村智慧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持

续的人才支撑。这一理论确立了职业教育赋能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也是本研究探讨校地

协同育人价值的核心理论依据。 

2.1.2. 协同学理论 

协同学理论由 Haken 于 1969 年创立，该理论揭示了复杂开放系统中，多元主体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

用，能够实现从无序到有序、从分散到聚合的自组织演化，最终达成系统整体效能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

效应[4]。校地协同育人系统是由政府、职业院校、乡村社区、文旅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复杂开放

系统，各主体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与利益诉求，通过协同机制的构建能够推动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与利

益共赢，实现人才培养效能与产业发展效益的双向提升。协同学理论为本研究构建多元主体联动的校地

协同育人模式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 

2.1.3. 产教融合理论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核心办学特征，其核心内涵在于推动产业需求与教育教学深度对接，将产业

标准、岗位能力、真实项目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国内学者朱德全等指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在于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核心，通过产教

融合打通教育与产业的壁垒，实现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的同频共振[5]。产教融合理论为本研究设计校地

协同育人的实施路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2.1. 国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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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协同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早，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形成较为成熟的

理论体系与实践范式，整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理论奠基期（20 世纪 60 至 90 年代），核心是构建职业教育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底层理

论框架。除人力资本理论与协同学理论两大核心支柱外，Reimer 于 1971 年率先突破传统封闭化校园育人

模式的局限，提出教育必须与地方社区、产业场景深度融合的核心观点，打破了职业教育的空间边界，

为校地协同育人提供了早期的模式构想[6]。此后，Shinn 与 Cheek（1981）、Wettayaprasit 与 Birkenholz
（1995）等学者聚焦乡村农业职业教育领域，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职业教育与地方乡村产业、在地社区

协同办学的实践成效，构建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发展的早期项目模型[7][8]。Stone（1995）、Lockwood
（1996）进一步聚焦校社协同的具体运行机制，对比分析了不同协同模式的实践效果，提炼了校地协同

育人落地的核心要素[9][10]。Luft（1996）还关注到多元文化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在地化适配问题，为民族

地区职业教育与地方发展的协同研究提供了早期探索方向[11]。 
第二阶段为实践探索期（21 世纪初至 2015 年），研究重心转向校地协同育人的本土化实践与民族

地区文旅人才培养。随着全球乡村旅游与原住民文旅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职业教育与地方文旅产业的协

同成为研究热点。Sanders 与 Harvey（2002）以校社协同的职业教育办学案例为样本，论证了职业教育与

地方社区深度协同的核心逻辑与实施路径，为校地协同育人搭建了早期的实践框架[12]。Strathdee（2003）
以新西兰职业教育体系为研究对象，实证验证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对地方社会资本积累、本土产业人

才供给的核心驱动作用，明确了职业教育同时服务地方社区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双重价值[13]。Zeppel（2006）
的经典著作聚焦原住民生态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系统剖析了民族地区文旅产业的人才需求结构与能

力标准，论证了职业教育与地方社区、原住民群体协同培养本土文旅人才的核心路径，填补了民族地区

文旅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研究空白[14]。Cooper 等（2014）系统梳理了大学—社区协同合作的多元成熟

模式，明确了校地协同育人中院校、社区、产业主体的权责边界、联动机制与利益分配方式，搭建了校

企社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主流模式框架[15]。Drahota 等（2016）通过系统性文献综述，进一步验证了社

区—学术机构协同合作的实践成效与核心梗阻，提炼了校地协同模式落地的关键保障要素[16]。 
第三阶段为创新深化期（2015 年至今），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产业与职业教育融合成为研究前沿。Nav

ío-Marco 等（2018）通过对 30 年研究历程的复盘，明确将 2015 年界定为文旅产业从基础信息化向全域

智慧化转型的关键分界点，证实了新一代数字技术对文旅产业形成了颠覆性、全链条的重构效应[17]。
Khatri（2019）、Yuan 等（2019）、Cai 等（2019）通过对文旅信息技术领域文献的系统计量分析，清晰

呈现了该领域研究从单一技术应用向智慧旅游目的地建设、数字化游客体验管理延伸的演进趋势

[18][19][20]。Muniz 等（2021）构建了智慧旅游目的地游客体验管理框架 SMARTUR，系统论证了数字

技术对文旅产业运营逻辑、岗位设置与核心能力要求的全面重塑，为智慧文旅人才培养体系研究提供了

明确的产业端依据[21]。Asif 等（2024）、Ferreira 等（2025）进一步锁定了生成式 AI、数字孪生等前沿

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应用趋势，明确了当前文旅产业对复合型数字文旅人才的全新需求，也倒逼旅游职业

教育开展育人模式与协同机制的系统性创新[22][23]。Prasetya 等（2025）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

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与评价体系，为职业教育对接智慧产业需求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24]。 

2.2.2.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关于乡村文旅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研究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整体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

段。 
第一阶段为基础探索期（2000—2017 年），核心是完成乡村旅游职业教育研究的基础构建。2008 年

郭锐等以贵阳市为样本开展本土化调研，首次系统揭示了国内乡村旅游发展与职业教育供给不匹配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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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矛盾，开启了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先河[25]。苏林忠（2010）进一步夯实了该领域的核心价值共识，明确

提出乡村旅游与农村旅游职业教育是共生发展关系，确立了“职业教育是破解乡村旅游人才瓶颈的核心

路径”的基础逻辑[26]。刘玉芝（2011）针对行业痛点提出了多层次、多类型的乡村旅游职业教育发展模

式[27]；周志宏（2012）通过系统的案例与文献分析，全面梳理了乡村旅游产业同质化、职业教育体系与

产业脱节的双重困境，构建了“政府引导—校企合作—体系完善”的基础发展路径[28]。2015 年后，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研究维度进一步多元化，李小娟率先分析了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对职业教育培养体

系的全链条影响[29]；崔萃首次关注到“互联网＋”时代乡村旅游的发展新常态[30]；林丽则突破传统校

园办学局限，提出校企协同育人的新思路[31]。 
与此同时，民族地区本土化研究同步萌芽，张博文等、黄爱莲等率先提出民族地区旅游职业教育的

本土化发展逻辑，前者明确了民族地区旅游教育需以民族文化传承人为核心培养目标，后者搭建了政府、

学校、企业三方协同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框架[32][33]。乔联蓉（2010）进一步聚焦民族地区旅游职业

教育的独特性，明确了适配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核心规格[34]；吴婷婷等（2015）、苏晓红等

（2016）则推动研究向“民族文化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方向深化，构建了民族文化融入旅游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的基础模式[35][36]。 
第二阶段为快速发展期（2017—2022 年），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下校地协同与民族地区文旅职教研究

爆发式增长。唐智彬（2018）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校地协同发展模式，提出校地

协同的核心在于推动农村职业学校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为该领域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2]。柳建华（2019）
从高职教育视角系统梳理了校地协同育人服务乡村振兴的保障措施与实施路径，提出了订单式培养、双

师型队伍建设等具体策略[37]。朱运海等（2021）以湖北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为样本，基于 CBE 理论

构建了产教融合校地协同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为中部地区相关研究提供了本土化实践参考[38]。 
朱德全、石献记（2021）系统阐释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技术逻辑与价值旨归，明确了职业教

育以技术型人才培养为核心、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成为该领域的标志性理论成果[5]。与此同时，

大量实证研究围绕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展开，张志增（2017）率先明确了

农村职业教育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39]；张旭刚（2018）、路艳娇（2019）、马宽斌（2020）
分别从不同维度梳理了现实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策略[40][41][42]；孙红霞（2021）进一步剖析了农村职业

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43]；朱忠义等（2021）则聚焦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提出了赋能乡村振兴的

具体推进策略[44]。 
在民族地区研究领域，蒋友财、邹雪（2018）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探索了少数民族地区

文旅产业与高职教育产教融合的具体路径[45]；李晓鹏等、贺菁等分别以贵州职业院校为样本，针对山地

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困境提出了课程优化、校企合作深化等具体策略[46][47]；贾巧云、刘益（2019）以南

疆民族地区为样本，通过实证调研分析了实践教学需求特征，提出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建议[48]。 
第三阶段为转型深化期（2022 年至今），智慧文旅与职业教育校地协同创新成为研究前沿。张骏等

（2022）率先从科技革命视阈提出“双智共驱”的文旅职教人才培养改革模式，为智慧文旅背景下的职

教改革奠定了基础框架[49]。陈丹等（2022）针对智慧文旅时代的市场需求，探讨了旅游专业校企合作实

践基地的建设模式与实施路径[50]。周泓伶（2025）针对高职旅游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实践教学的现实问题，

构建了以学生智慧职业能力发展为核心的实践教学模式[51]。陈荟如（2025）聚焦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专业，剖析了智慧文旅时代行业转型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提出了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重构策略[52]。 
在智慧文旅赋能乡村振兴领域，蔡保忠等（2023）系统梳理了我国智慧文旅发展的现状、模式与创

新路径，明确了人才培养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1]；许彦、蔡保忠（2024）、尹春玲（2025）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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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了智慧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均将“外引内培”夯实智慧文旅人才队伍作为核心对策[53][54]；
徐金泽等（2025）通过浙江安吉余村的案例分析，揭示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旅游业的赋能效应，提出了智

慧文旅平台赋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55]。 

2.2.3. 研究述评 

综合来看，国内外相关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与方法参照，但仍存在三方面的拓展空间：其一，现有研究多聚焦全国通用模式或西南、西北民族地区，

针对中部湖北民族地区的专项研究相对匮乏，本土化适配性不足；其二，多数研究将乡村文旅、职业教

育、民族文化三大维度割裂探讨，尚未形成三者深度融合的系统性研究框架，对智慧文旅新业态的关注

仍有待深化；其三，现有校地协同研究多停留在“校企合作”的二元主体层面，对政府、乡村社区等多

元主体的协同机制探讨不足，且针对乡村智慧文旅场景的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仍较为零散，尚未形成成熟

的可复制范式。基于此，本研究立足湖北民族地区的本土禀赋，将智慧文旅产业转型、民族文化传承与

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深度结合，构建本土化的协同育人模式，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3. 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校地协同育人的现实图景与问题诊断 

3.1. 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产业发展与人才需求特征 

湖北民族地区地处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底蕴深厚的土家族、苗族民族

文化，是湖北省乡村文旅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近年来，随着数字乡村建设与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

恩施州、长阳与五峰自治县纷纷布局智慧文旅建设，通过搭建智慧旅游平台、推广数字导览、发展直播

电商、打造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项目等方式，推动乡村文旅产业从传统观光型向智慧体验型转型。智慧

文旅产业的转型升级，对人才能力结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呈现出三大核心特征。 
一是能力维度复合化。乡村智慧文旅人才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导游讲解、酒店服务等基础技能，而是

需要同时掌握智慧景区运营、短视频营销、数字导览设备操作、客户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能力，具备民

族文化讲解、非遗活化展示等文化传承能力，以及乡村文旅项目策划、社区运营管理等综合运营能力[1]。 
二是人才供给本土化。乡村智慧文旅项目深度嵌入在地社区，需要从业者熟悉本地民族文化与乡村

社会环境，能够长期扎根乡村开展服务与运营。外来人才往往存在文化适配性不足、留存率低等问题，

本土化人才培养成为破解乡村智慧文旅人才缺口的核心路径[53]。 
三是成长场景在地化。乡村智慧文旅的岗位场景分散在各个乡村点位，难以通过单一的校园教学完

成能力培养，需要依托真实的乡村文旅项目开展实践教学，在真实场景中完成能力的迭代升级。 

3.2. 湖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的现有实践 

当前湖北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已围绕乡村文旅人才培养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校地协同实践，主要包括三

类模式：其一，订单式培养模式，即职业院校与地方文旅企业合作，针对特定岗位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企业参与课程教学与实践指导，学生毕业后定向进入企业就业；其二，实训基地共建模式，即院校

与地方景区、民宿集群、研学基地合作建设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岗位实践场所，企业导师承担部

分实践教学任务；其三，项目化合作模式，即院校师生团队承接地方乡村文旅的规划设计、营销推广、

活动策划等真实项目，以项目为载体开展实践教学，同时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整体来看，现有协同实践已取得一定成效，为地方输送了一批文旅技能人才，但合作层次整体偏浅，

多数仍停留在短期实习、简单订单培养的层面，尚未形成覆盖人才培养全链条、多元主体深度联动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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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育人体系，难以适配乡村智慧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3.3. 核心问题诊断 

3.3.1. 多元主体协同性不足，协同机制浅层化 

当前校地协同的参与主体仍以职业院校与文旅企业为主，政府的统筹引导作用、乡村社区的主体作

用未能充分发挥，呈现出“校热企冷、政校脱节、社区缺位”的特征[2]。政府层面多以政策号召为主，

缺乏具体的激励政策与资金扶持，未能有效搭建校地对接的公共平台；企业参与育人的动力不足，多数

仅提供实习岗位，较少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建设等核心环节；乡村社区作为乡村文旅

的承载主体，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未能充分参与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四大主体之间缺乏稳定的协

同机制与利益联结纽带，合作往往依赖个人关系维系，短期化、碎片化特征明显，难以形成长效协同合

力[40]。 

3.3.2.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适配性不足 

现有职业院校文旅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仍以传统文旅岗位为核心，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于智慧文旅

产业的发展节奏，数字技术类、民族文化类、乡村运营类课程占比偏低，导致学生的能力结构与产业需

求存在结构性错位[51]。一方面，智慧文旅相关的新技术、新场景、新标准未能及时融入课程体系，学生

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足，难以胜任智慧景区运营、数字营销等新型岗位；另一方面，人才培养的本土

化特征不突出，对湖北民族地区的土家族、苗族文化融入不足，学生对在地文化的理解与表达能力薄弱，

难以满足乡村文旅对文化传播的需求[45]。此外，实践教学环节多以校内模拟实训为主，真实乡村文旅场

景的实践占比偏低，学生的岗位实操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有待提升。 

3.3.3. 民族文化与智慧文旅融合度低，特色不鲜明 

湖北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民俗文化与地域文化，是乡村智慧文旅的核心吸引力所在，但

当前校地协同育人中对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利用明显不足[35]。一方面，课程体系中民族文化相关内容多以

通识讲座、选修课程的形式存在，未能与智慧文旅的技术应用、项目运营深度融合，学生难以掌握将民

族文化进行数字化转化、沉浸式呈现的能力；另一方面，协同育人的实践项目多聚焦通用型文旅服务，

较少围绕民族文化活化、非遗数字化传播等特色场景设计实践任务，未能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文化禀赋

优势，导致人才培养同质化严重，缺乏区域特色与核心竞争力。 

3.3.4. 长效运行机制缺失，协同持续性弱 

校地协同育人的持续推进需要完善的保障机制作为支撑，但当前湖北民族地区相关的保障体系仍不

健全[37]。制度层面，缺乏针对校地协同育人的考核评价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与风险共担机制，企业与社

区参与育人的成本与收益不匹配，参与动力难以持续；资源层面，校地之间的师资、场地、项目、数据

等资源尚未实现开放共享，存在资源壁垒与信息孤岛；师资层面，院校教师的乡村文旅实践经验与数字

技术能力不足，企业导师的教学能力与规范意识有待提升，双向流动的双师队伍共育机制尚未建立。 

4. 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模式构建 

针对上述现实困境，结合湖北民族地区的产业特征与资源禀赋，本研究构建“四维联动、三阶递进、

双向赋能”的乡村智慧文旅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创新模式，以本土化智慧文旅人才培养为核心目标，

推动多元主体深度协同，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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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模式整体框架 

该模式以协同学理论为核心支撑，以“政府引导、院校主体、村社承载、企业参与”为四维联动主

体，以“基础能力培养—岗位实践历练—在地创业孵化”为三阶递进培养路径，以“人才培养赋能产业

升级、产业发展反哺教育改革”为双向赋能运行逻辑，形成主体联动、层级递进、闭环反馈的完整育人

体系。模式的核心是打破校园边界，将人才培养的场景延伸至乡村社区与文旅企业，将民族文化资源、

智慧技术与真实产业项目融入育人全过程，培养“懂民族文化、会智慧技术、能扎根乡村、善文旅运营”

的本土化复合型技能人才。 

4.2. 四维联动主体架构 

四维联动主体包括政府、职业院校、乡村社区、文旅企业四大主体，各主体权责清晰、优势互补、

利益共享，共同构成协同育人的有机整体。 

4.2.1. 政府：统筹引导者 

政府包括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文旅主管部门、乡村振兴局与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其核心权责是做好

顶层设计与政策保障：一是制定校地协同育人的扶持政策，设立专项引导资金，对参与协同育人的企业、

社区给予税收减免、项目倾斜等激励；二是搭建校地对接公共平台，建立供需对接机制，推动院校与地

方文旅资源、产业项目精准对接；三是统筹区域内民族文化、数字技术等公共资源，为协同育人提供公

共服务支撑；四是建立协同育人的质量监管与评价机制，引导协同育人规范有序发展[5]。 

4.2.2. 职业院校：核心实施者 

职业院校是人才培养的核心主体，承担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构建、理论教学组织、师资队

伍建设等核心职能。在校地协同中，院校需主动对接地方产业需求，将产业标准、岗位能力与真实项目

融入教学体系，推动师资队伍与企业、社区双向流动，联合开展实践教学与项目研发，同时为地方提供

人才培训、技术支持与文化创意服务，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深度对接[38]。 

4.2.3. 乡村社区：场景承载者 

乡村社区是乡村智慧文旅的空间载体与文化载体，也是人才扎根就业的核心场域。社区的核心作用

包括：一是提供真实的乡村文旅实践场景与在地文化资源，承接学生的岗位实践与项目实训；二是组织

在地村民、非遗传承人参与育人过程，传递本土文化与乡村运营经验；三是作为人才落地的承接主体，

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创业场景与社区支持，推动人才本土化留存。 

4.2.4. 文旅企业：产业对接者 

文旅企业是产业需求的传递者与实践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其核心权责包括：一是向院校反馈产业最

新的岗位需求与能力标准，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课程开发；二是提供实习岗位与企业导师，承担学

生的岗位实践指导任务；三是将真实的运营项目、营销项目、服务项目引入教学过程，以项目化教学提

升学生的实操能力；四是优先录用协同培养的毕业生，为人才提供就业发展通道[50]。 

4.3. 三阶递进培养路径 

结合职业能力形成的规律，构建从基础到进阶、从校园到乡村的三阶递进培养路径，实现能力的阶

梯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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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第一阶：基础能力培养阶段 

该阶段主要在校内完成，时长约为前两个学年。核心任务是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能力，构建“通用

素养+专业技能+数字技术+民族文化”的四维基础能力体系。通用素养包括职业素养、法治素养、沟通能

力等；专业技能包括文旅服务、项目策划、运营管理等核心专业技能；数字技术包括智慧文旅设备操作、

新媒体营销、数据分析等基础数字能力；民族文化包括湖北土家族、苗族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非遗

技艺等本土文化知识。该阶段可引入企业导师、非遗传承人开展专题讲座与案例教学，让学生建立对产

业与本土文化的初步认知[32]。 

4.3.2. 第二阶：岗位实践历练阶段 

该阶段采用“校地交替”的模式，时长约为第三学年上学期。核心任务是让学生进入真实的乡村智

慧文旅场景开展岗位实践，在真实工作中锤炼实操能力。学生分批进入合作的乡村社区、文旅企业、研

学基地等实践点位，围绕景区智慧运营、民宿数字化服务、乡村文旅营销、民族文化讲解等岗位开展跟

岗实训与顶岗实习。院校教师与企业导师、社区导师共同组成指导团队，对学生的实践过程进行全程指

导与评价，将实践过程转化为学分与教学成果，实现做中学、学中做[51]。 

4.3.3. 第三阶：在地创业孵化阶段 

该阶段面向有创业意愿的学生，时长覆盖第三学年下学期及毕业初期。核心任务是依托地方乡村文

旅资源，支持学生开展本土化创业实践。院校与地方政府、文旅企业联合搭建创业孵化平台，为学生提

供创业指导、项目孵化、政策对接、资源链接等支持，鼓励学生围绕民族文化数字化传播、乡村民宿运

营、研学产品开发、直播电商等方向开展创业项目。该阶段既是人才培养的延伸，也是推动人才本土化

留存、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4.4. 双向赋能运行逻辑 

模式的运行遵循“双向赋能、闭环反馈”的逻辑，实现教育与产业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人才培养

赋能产业发展：通过校地协同培养的本土化智慧文旅人才，能够直接补充地方乡村文旅产业的人才缺口，

提升产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与服务水平，同时师生团队的技术服务、创意策划也能直接助力乡村文旅

项目的智慧化升级与文化内涵提升，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产业发展反哺教育改革：产业升

级带来的新岗位、新技术、新标准会及时反馈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中，推动课程内容更新、教学

模式改革与师资能力提升，同时产业也为院校提供更多实践场景、项目资源与就业渠道，持续优化育人

条件。双向赋能形成良性循环，推动校地协同持续深化[43]。 

5. 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校地协同育人的实施路径 

为保障模式落地见效，结合湖北民族地区实际，从专业共建、课程共融、基地共建、师资共育、成

果共享五个维度设计具体实施路径。 

5.1. 专业共建：对接产业需求重构专业体系 

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布局与人才培养方案，推

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一是优化专业方向，在现有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等专业

基础上，增设乡村智慧文旅、民族文旅数字化运营等特色方向，聚焦本土产业需求培养专项人才；二是

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建立由政府主管部门、院校专业教师、企业高管、非遗传承人、社区代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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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专业建设委员会，定期研讨产业发展趋势与人才需求变化，动态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确保培养目

标与产业标准同频[38]；三是推进岗课赛证融合，将智慧文旅运营师、民宿管家、研学旅行指导师等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标准融入课程体系，对接行业技能竞赛要求，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无缝衔接。 

5.2. 课程共融：打造民族文化+智慧技术的课程体系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需围绕乡村智慧文旅人才的能力画像，构建“文化赋能、技术支撑、

实践导向”的特色课程体系。一是增设智慧文旅技术模块，开设智慧景区运营、文旅新媒体营销、文旅

数据分析、数字导览系统应用等课程，提升学生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52]；二是深化民族文化融入，开发

土家族苗族文化概论、湖北非遗活化与数字化传播、乡村民俗活动策划等特色课程，将民族文化元素贯

穿专业课程全过程，避免文化与专业“两张皮”[35]；三是强化项目化课程设计，以地方真实的乡村文旅

项目为载体，设计项目式、任务式的课程单元，让学生在完成真实项目的过程中整合知识、提升能力；

四是建设本土化教学资源库，联合地方文旅部门、企业共同开发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的典型案例、

项目素材、数字资源，形成特色化教学资源包。 

5.3. 基地共建：搭建校地联动的实践育人平台 

实践基地是开展校地协同育人的重要载体，需构建“校内实训中心+校企共建基地+乡村实践点位”

三级联动的实践育人平台体系。一是升级校内实训中心，建设智慧文旅模拟实训室、民族文旅数字创意

实训室等，引入智慧景区系统、数字营销仿真平台等，为学生提供模拟实训场景[50]；二是深化校企共建

基地，与地方龙头文旅企业、核心景区、研学基地共建高水平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明确双方的权责与合

作内容，建设集教学、培训、研发、服务于一体的产教融合基地；三是布局乡村实践点位，在民族地区

的乡村旅游重点村、民宿集群、非遗工坊等设立实践教学点位，承接学生的在地实践与项目实训，将课

堂搬到乡村文旅一线；四是建立基地运行管理制度，制定实践教学标准、导师管理制度、学生考核办法

等，保障实践教学质量。 

5.4. 师资共育：构建双向流动的双师队伍体系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协同育人质量的核心保障，需建立校地双向流动、专兼结合的双师队伍共育机

制。一是实施教师下基层实践计划，定期选派院校专业教师到乡村文旅企业、社区文旅站点挂职锻炼，

参与实际运营与项目运作，提升实践教学能力与产业认知水平；二是聘请产业导师与文化导师，选聘文

旅企业的技术骨干、运营管理人员，以及乡村的非遗传承人、文旅带头人担任兼职教师，参与课程教学、

实践指导与项目研发，充实师资队伍的实践力量[37]；三是开展师资联合培训，定期组织校地教师共同参

加智慧文旅技术、民族文化传承、职业教育教学法等专题培训，提升师资队伍的综合能力；四是建立双

师评价激励机制，将教师参与校地协同、产业服务的成果纳入职称评审与绩效考核，提升教师参与的积

极性。 

5.5. 成果共享：实现教育与产业的双向价值输出 

校地协同不仅是人才培养的过程，也是校地资源共享、价值共创的过程，需推动成果双向转化、互

利共赢。一方面，院校向地方输出智力成果，组织师生团队为地方乡村文旅项目提供规划设计、营销推

广、数字化改造、人员培训等技术服务，助力地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另一方面，地方向院校输出产业

资源，将真实项目、产业数据、文化资源等开放给院校，支持院校开展教学改革与科研创新[44]。此外，

校地联合开展民族文化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共同打造民族文旅 IP，既丰富教学资源，也助力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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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建设，实现教育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 

6. 湖北民族地区校地协同育人的保障机制 

6.1. 政策保障 

地方政府应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为校地协同育人提供制度支撑。一是设立乡村智慧文旅校地协同育

人专项经费，对合作项目、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培养等给予资金补贴；二是制定激励政策，对深度参与

育人的文旅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项目优先申报等奖励，对参与协同育人的社区给予乡村振兴项目倾斜；

三是完善配套政策，将校地协同育人纳入职业教育考核与乡村振兴工作考核体系，引导各方重视并推进

协同育人工作。 

6.2. 组织保障 

建立跨部门、跨主体的协同育人工作领导小组，由地方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教育、文旅、乡村振兴、

民宗等部门负责人，以及职业院校、重点企业、典型村社的代表共同组成，统筹推进区域内校地协同育

人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协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对接供需资源，制定年度工作

计划，监督项目推进情况，形成常态化的协同工作机制。 

6.3. 资源保障 

推动校地之间的资源开放共享，打破资源壁垒。一是搭建区域智慧文旅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整合校

地的课程资源、实训资源、项目资源、师资资源等，实现资源在线对接与高效利用；二是保障实践教学

资源供给，地方政府协调辖区内的景区、民宿、非遗工坊等向职业院校开放，为实践教学提供场景支撑；

三是加大数字资源投入，完善乡村实践点位的网络环境与数字设备，为智慧文旅实践教学提供硬件支撑。 

6.4. 制度保障 

建立健全协同育人的配套管理制度，保障合作规范长效运行。一是建立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制度，

明确各方在合作中的投入、收益与责任，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二是建立质量评价

与反馈制度，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育人质量评价体系，定期对育人成效、产业贡献等进行评价，及

时反馈问题并优化调整；三是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制度，明确校地合作产生的成果归属与转化

收益分配规则，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激发合作动力。 

7.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立足湖北民族地区乡村智慧文旅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针对当前职业教育校地协同育人存在

的现实困境，构建了“四维联动、三阶递进、双向赋能”的校地协同育人创新模式，并提出了具体的实

施路径与保障机制。研究表明，乡村智慧文旅人才培养不能局限于校园内部的教学改革，必须打破校地

边界，推动政府、院校、乡村社区、文旅企业多元主体深度协同，将民族文化禀赋、智慧技术应用与真

实产业场景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才能培养出适配产业需求的本土化复合型技能人才。 
本研究虽聚焦湖北民族地区，但构建的模式与路径对中部同类民族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未

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调研样本范围，通过更长周期的行动研究对模式进行迭代优化，同时探索人工智能、

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在校地协同育人中的深度应用，持续提升育人效能与产业适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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